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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性福利重视社会开支的投资和产出功能ꎬ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ꎮ中
国从宋代开始便在赈灾过程中出现较为系统的具有投资取向的社会救助对策ꎬ经历清朝的

制度化、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普及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发展性福利思想发展成

为全面的扶贫举措ꎬ进一步在公民福祉的提升政策中得到体现ꎬ并最终表现为兼顾补救与发

展的包容性发展实践ꎮ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救灾经验、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引发的重农观念、儒
家思想及其东亚文化的产出主义福利取向ꎬ以及当代中国政府关于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

会的思想ꎬ都对中国发展性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实践有着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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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ꎬ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类福祉水平的提升[１]ꎮ西方的福利国家运动可以被认为

是消除贝弗里奇所谓的人类五大社会疾患、增进人类福祉的典范ꎮ但是ꎬ人类用于福利消费的社会资

源总是有限的ꎬ并且与经济发展构成矛盾ꎬ进而影响到福利的可持续发展ꎮ新右派指责福利国家建设

耗费了可供投资的资源ꎬ因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ꎬ造成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

退[２]ꎮ针对新右派的指责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范围内普遍出现的福利开支削减和社会服务私营化

的浪潮[１ꎬ３]ꎬ发展性福利思想应运而生ꎬ并且揭示了社会开支的投资或产出功能ꎮ发展性福利认为ꎬ社
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ꎬ它们是相互相承的ꎮ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持ꎬ而
脱离社会发展的经济增长又是没有意义的[１]ꎻ并且ꎬ将社会救助开支用于具有投资和产出效应的领

域ꎬ不但有助于弱势群体的自立自强ꎬ而且对于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４－７]ꎬ从而实现经济与社

会的共同发展ꎮ近年来ꎬ发展性福利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不断扩大ꎬ从早期联合国在第三世界的推

动[１ꎬ８]ꎬ扩展到北欧等发达国家ꎬ中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建立本国的发展性福利政策体系的构想[９－１２]ꎮ尽
管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发展性福利思想的渊源ꎬ但有关视角主要还是停留在西方发达国家[１３]ꎮ事实

上ꎬ不论从历史、规模还是内容来看ꎬ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性福利思想及其实践都要更为系统和全面ꎮ本文

将探索发展性福利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过程ꎬ追溯其思想渊源ꎬ并对其当代发展作出评论ꎮ

一、中国历史上的赈灾与发展性福利实践的发展

发展性福利的最明显特征ꎬ在于将社会开支用于促进服务对象自立自强的项目或有助于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的工薪性报酬ꎮ据此ꎬ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发展性福利的实践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

期出现的以工代赈ꎮ这一做法的特点是ꎬ在对灾民的社会救助过程中ꎬ不是直接实施物质性援助ꎬ而是

通过组织灾民参加灾后重建工程而给予劳务报酬ꎮ这样做的结果ꎬ不但令原本需要社会救助的对象获

得经济收入而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ꎬ而且这些社会救助开支作为诸如水利等基本建设的投资ꎬ又进一

步促进了灾区的重建和经济建设ꎬ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救助的双重功能ꎮ

(一) 工赈性救荒的萌芽和形成

根据«晏子春秋»记载ꎬ齐景公执政年代出现饥荒ꎮ他不但拒绝了晏子为灾民发放粮食的请求ꎬ而
且要求修筑路寝之台ꎮ为了救济灾民ꎬ晏子想尽办法延长工期、增加工人的工资ꎮ三年后工程完成ꎬ灾
民也得到了救济[１４]ꎮ晏子的这一做法ꎬ可以视为是中国以工代赈形式救荒的雏形ꎮ

宋代是具有投资或产出效应的以工代赈大发展的年代ꎮ有关研究普遍认为ꎬ以工代赈在宋代已经

成为一种重要的救灾办法[１５]ꎬ并且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制度化[１６]ꎮ熙宁二年(公元１０６９年)ꎬ北宋神宗

颁布农田水利法ꎬ在全国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１７]ꎮ据统计ꎬ其后七年ꎬ全国共修水利工程１０７９３处ꎬ水利

田３６万余顷ꎬ疏浚河汊、湖港不计其数[１８]ꎮ针对这些工程ꎬ神宗颁旨“自今灾伤年份ꎬ除于法应赈济外ꎬ
更当救恤者ꎬ并预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ꎬ当赐常平钱谷ꎬ募饥民兴修” [１９]ꎮ由此可

见ꎬ水利法的颁布对以工代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ꎮ以工代赈不但成为救济灾民和兴修水利的重要手

段ꎬ而且其经费也有了明确来源ꎬ并且对后继的相关实践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ꎮ例如ꎬ熙宁九年(１０７６
年)ꎬ蒋子奇调任淮东转运副使ꎬ奉旨在天长县修筑沛塘和白马塘水利工程ꎮ因逢灾年ꎬ蒋子奇通过以

工代赈的方式招募民工百万人ꎬ在天长县境内兴修３６处陂塘ꎬ在临涣疏浚了横斜三沟ꎬ灌溉田地９０００
余顷[２０]ꎮ又如ꎬ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５３年)ꎬ钟世明奉命前往宣州、太平州主持圩田修复事宜ꎮ钟氏到江东

后即上奏曰:“取会到逐县被水修治官私圩垾体例ꎬ系是人户结甲保借常平米自修ꎬ今来损坏尤甚ꎬ人
户工力不胜ꎬ不能修治ꎮ今措置ꎬ欲乞依见今人户结甲乞保借米粮自修圩垾体例ꎬ不以官私圩人户等第

纳苗租钱米ꎬ充雇工之费ꎮ官为代支过钱ꎬ年限带纳ꎮ自余合用钱米ꎬ并乞下提举常平司照会日下取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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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发ꎬ应副本州雇工修治施行ꎮ”奏上ꎬ朝廷即“从之” [２１]ꎮ

(二) 工赈型救荒的繁荣和制度化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ꎬ一方面ꎬ随着国力的增强ꎬ清代以工代赈的力度越来越大ꎻ另一方

面ꎬ以工代赈的制度也日益完善ꎮ随着大清王朝的建立以及由弱到强ꎬ以工代赈也经历了康熙时期初

始阶段、雍正年间的普及阶段、直至乾隆年代的繁荣阶段[２２]ꎮ由于政府财力强大ꎬ乾隆在其上谕中便

明确表达了希望借工赈散财于民、帮助无业穷人养家糊口的意图[２３]ꎮ与此同时ꎬ随着以工代赈的大量

实施ꎬ清朝也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相对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ꎮ首先ꎬ确立了固定的管理组织ꎬ形成了皇帝

主管、中央户工二部监督审核、地方组织实施的三级组织体系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ꎬ又形成了督抚主

持、道府协办、州县官员具体执行、层层向上负责的组织体系[２４]ꎮ其次ꎬ形成了以工代赈的统筹规划体

系ꎮ为了加强全国范围内以工代赈的统筹规划ꎬ乾隆二年确立了事先对全国范围内的重大工程的调查

规划ꎬ区分轻重缓急ꎬ将一些大型用工项目预先列入工赈计划ꎬ在当地出现灾荒时启动实施[２５]ꎮ再次ꎬ
确定了工赈项目中央地方两级资金来源和官方和民间的两种筹资途径ꎮ一般情况下ꎬ对于耗资一千两

以上的工程安排以工代赈方式实施ꎬ而小于上述规模的工程则由地方政府分年修筑[２６]ꎮ到了乾隆时

期ꎬ官府承担的以工代赈经费占项目的总额ꎬ由前朝的十分之三上升到二分之一[２２]ꎮ对于其中民间承

担的百分之五十的款项ꎬ往往也先由州县积存堤费、留备的军需款、以前大工程剩余银两及藩司库银

垫支ꎬ等民间认捐后再逐年偿还[２６]ꎮ最后ꎬ确立了严格的工时费标准ꎮ根据工赈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

的不同ꎬ清代确定了严格的工时费标准ꎮ总体上来说ꎬ该工时费除了满足工人本人的生活费以外ꎬ还能够

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所需ꎬ而且实际支付的标准往往高于“部定例价”ꎮ由于其本身具有救助性质ꎬ一些

参加工赈项目的老弱人员往往独立编组ꎬ在报酬上相对于其工作性质和工作量具有一定优惠[２７]ꎮ

(三) 工赈型社会救荒的进一步加强与普及

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ꎬ中华民国成立ꎮ民国时期ꎬ特别是南京政府期间ꎬ一方面全国范围

内灾害频繁ꎬ另一方面以工代赈进一步发展成熟ꎮ首先ꎬ在内容上ꎬ这一时期具有投资取向或产出效应

的以工代赈受到高度重视ꎬ范围进一步扩大ꎬ涉及到疏浚河道、铺设公路、开挖水渠、植树造林、兴办实

业等等领域[２８]ꎮ其次ꎬ工赈实施的地域范围扩大ꎮ尽管清代的以工代赈已经相当发达ꎬ但在地域分布

上并不平衡ꎬ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南部的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ꎬ西
北部的甘肃、陕西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地区[２９]ꎮ民国之后ꎬ以工代赈不但继续覆盖上述重要地区ꎬ而
且扩展到西北[３０]、西南[３１]等边缘地区ꎮ再次ꎬ赈灾工程的规模空前ꎮ例如ꎬ１９３１年江淮流域的特大水灾

１８个省受灾ꎬ面积达４０多万平方公里[３２]ꎮ为了修复冲决的江淮堤岸ꎬ民国政府组织了１ꎬ０００万灾民参加

以工代赈[３３]ꎮ其中光是江苏省四大区工赈ꎬ便完成土方３４０万市方ꎬ筑堤４０８. ５公里ꎬ浚河９３. ７５公里ꎬ投
放和发放的资金和大麦合计２６０余万元ꎬ救济灾民５０万余人[３４]ꎮ又如在抗战胜利后组织的黄河堵口工

程中ꎬ南京国民政府总计拨付工程款６２１亿元ꎬ用工３１７万人ꎬ赈灾面粉６６２. ５万斤ꎬ工赈工资７２. ５６亿
元[３５]ꎮ最后ꎬ组织管理渠道进一步完善ꎮ以１９３１年为标志ꎬ民国政府确立了赈灾工作的主导地位ꎮ为了

更好地组织救灾ꎬ政府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ꎬ“负责办理救济灾民ꎬ及灾区善后事宜”ꎮ中央救济水灾

委员会下设工赈处ꎬ并在灾区设立派出性的工赈局ꎬ对救济工作实行全面组织领导ꎮ同时ꎬ地方政府也

设立了工赈委员会ꎬ由省政府和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厅长担任委员ꎬ协同地方党部代表一人及专家

三人为聘任委员ꎬ并有建设厅厅长担任主任委员ꎮ地方工赈委员会还下设经济、水利、工程和总务四个

组ꎬ分别负责工赈款项之筹措支配、水利设计、工程实施、以及上述三组责任以外的事宜ꎮ此外ꎬ地方政

府还在工程实施地设立工赈分会[３４]ꎮ这一组织布局ꎬ很好发挥并协调了中央和地方在工赈实施过程

中的作用ꎬ并且体现了不同专业领域的分工协作ꎬ有利于以工代赈的规划和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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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投资性社会开支与发展性福利实践的丰富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动员能力达到高潮ꎬ政府职能不断加

强和完善ꎬ这对社会政策的提出和落实创造了有利条件ꎮ与这种背景相适应ꎬ中国发展性福利实践不

论在其内涵的拓展还是规模的扩大方面ꎬ都呈现出根本性的进展ꎮ一方面以工赈为代表的社会救助规

模空前扩大ꎬ另一方面投资性社会救助方式的运行领域更为广泛和全面ꎬ呈现出从传统的灾荒救助扩

展到扶贫、从基本生活的保证发展到生活福祉的提升、以及从单纯的投资取向转型为生存与发展兼顾

等特点ꎮ

(一) 从灾荒救助到贫困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确立了以内务部民政司和农村福利司为主的救灾职能部门ꎬ同时明

确了“生产自救ꎬ节约渡荒ꎬ群众互助ꎬ以工代赈ꎬ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思想ꎬ进一步促进了以工代

赈的发展ꎮ例如ꎬ１９５０年ꎬ中央政府拨出水利工赈粮１. ７亿多公斤ꎮ１９５２年ꎬ中央政府拨给湖北省抗旱灾

的以工代赈款合人民币新币２０００万元[３６]ꎮ遵照中央的以工代赈政策ꎬ内蒙古在建国初期也大致安排了

三分之二的救灾款用于以工代赈[３７]ꎮ１９５３年起ꎬ国家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ꎬ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规

定水利、交通、农林等部门在灾区兴办各项工程务必组织有劳动力的灾民参加ꎬ计划经济成为以工代

赈的新的表现形式[３８]ꎮ
新中国投资性或产出性社会救助的新发展ꎬ表现为改革开放后的开发式扶贫ꎮ这一方面的发展型

社会救助的特点ꎬ不仅表现在政府扶贫实践力度的加大ꎬ而且救助对象上也由以往临时性受灾群体转

向普通的贫困阶层ꎮ与此相对应ꎬ工赈项目便不仅仅局限于灾后的水利农田设施的重建ꎬ还扩展到有

助于贫困地区发展的基本设施的建设ꎮ国家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战略ꎬ并将其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基

本方针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ꎮ从１９８５到１９８７
三年间ꎬ中央政府通过约２７亿元价值实物(库存粮食、棉花和棉布)实施以工代赈ꎬ在贫困地区修筑道

路、水利工程和人畜饮水设施ꎬ共新建、改建公路、机耕道以及驿道１２万公里ꎬ其中新建等级公路４. ６万
公里ꎻ新建大中桥梁７２００座ꎬ整治航道１８００公里ꎬ新建码头６５座ꎬ新增灌溉面积２５９万亩ꎬ改善灌溉面积

１０５５万亩ꎬ完成除涝治理面积３６２万亩ꎬ水土保持治理面积１７０１万亩ꎬ维修加固水库５５８座ꎬ新增小水电

装机１５. ６万千瓦ꎻ解决了１４５０万人９７１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３９]ꎮ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期间ꎬ中国各级政府在贫

困地区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主要包括等级公路１３. １万公里、大中桥梁７９７２座、疏浚河道２４００公里、通
车乡镇１５００个、通车村庄(行政村)１０００个、解决了２０９７万人和１３５６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４０]ꎮ又据樊怀

玉等人援引的１９９７年数据ꎬ中国政府从１９８４年实施以工代赈工程以来总共资金投入为２８６. ２５亿元[４１]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资料ꎬ“十一五”期间国家累计安排以工代赈投资２４７亿元ꎬ连同地方配套

投资３２５亿元ꎬ新建基本农田４８０多万亩、新增和改善农田灌溉面积５６６０多万亩ꎬ修建县乡村道路１０万
多公里ꎬ解决了９０８万人、５５０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ꎬ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 ２万平方公里ꎬ建设草场

１２８０多万亩ꎬ累计向参加建设的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３３. ３亿元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编制

完成了«以工代赈建设“十二五”规划»ꎬ“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在全国１４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ꎬ在基

本农田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基本草场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

等六个方面实施以工代赈式扶贫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中央财政建设投资力争达到３００亿元ꎬ工
赈劳务报酬开支不低于３０亿元[４２]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作为开发式扶贫战略的体现ꎬ除了传统以工代赈以外ꎬ其他诸如易地迁移、发展特色

产业、促进教育培训、开展科技扶贫等方法也在政府的扶贫规划中得到系统表达并付诸实践(«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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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ꎮ如果说传统以工代赈注重的主要是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ꎬ开发式扶贫的

投资取向无疑更为丰富ꎬ尤其注重智力的投资和服务对象的自立自强ꎬ力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救助

对象脱贫走上经济自立ꎮ例如ꎬ科技扶贫既包含了政府主导下动员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所带来的社会资

本ꎬ同时也包括扶贫对象人力资本的提升ꎬ以及开展脱贫和致富性生产活动所必需的金融资本ꎮ
除了政府部门主导的开发式扶贫ꎬ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开展的扶贫活动同样也包含了丰富的投资

性与产出性要素ꎮ例如ꎬ像在上一世纪后半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希望工程和保护母亲河行动ꎬ便同样是

发展性福利实践的典范ꎮ希望工程着重于贫困地区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ꎻ而保护母亲河行动在工程本

身具备的以工代赈经济资助以外ꎬ还蕴含着贫困地区生态改善可能对当地居民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

高ꎬ以及作为工程成果的树木等资产为贫困地区居民带来的发展效应[４３]ꎮ

(二) 从生存保障到福祉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ꎬ中央政府便推出了劳动社会保险制度ꎮ这一制度包含了对劳动者

从事生产活动的保护以及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等方面的全面风险防范ꎮ一方面ꎬ由于它不需要参保

者交费ꎬ另一方面又由于待遇水平高ꎬ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４４－４５]ꎬ为城镇职工提供了出色的福利保障ꎮ除此之外ꎬ通过企业办社会的方式ꎬ城镇职工普遍享受了

优厚的职业福利ꎬ某些方面不亚于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待遇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中国城镇职工享受的这种职业福利并不是建立在普惠性的基础上的ꎬ而是具有明

显的绩效激励导向ꎮ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ꎬ职业福利往往与职工的生产绩效

直接挂钩的ꎬ因而被蒂特马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 Ｔｉｔｍｕｓｓ)称作并列于剩余模式、制度模式之外的第三种社会

政策模式ꎬ即工业绩效模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ꎮ由于这种福利的供给以福利获

得者的经济贡献为依据ꎬ同时具有明显的生产激励效应ꎬ而不是社会政策通常强调的平等ꎬ因而又被

蒂特马斯称作侍女式的(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ｅｎ Ｍｏｄｅｌ)福利政策[４６]ꎮ从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角度说ꎬ
这也是一种广义的产出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体现[４７]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ꎬ中国政府提出了“效益优先、兼顾公正”的社会政策取向ꎬ这
一时期城镇职工的社会政策不但继续延续了传统的职业福利的经济导向功能ꎬ而且进一步沦落为促

进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ꎬ甚至成为维护稳定的工具ꎬ以便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４８]ꎮ
所有这一切ꎬ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发展性福利实践从救灾、扶贫向企业职工福利领域的扩展ꎬ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十分强烈的投资和产出取向ꎮ

(三) 从单纯的投资到生存与发展的兼顾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ꎬ中国政府在继续强调社会开支的产出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ꎬ开始更为注重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ꎬ强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４９]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发

展战略ꎬ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ꎬ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的城

市制度模式和农村剩余模式共存的现象[４４]ꎮ改革开放过程中实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ꎮ２１以来ꎬ社会公正问题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ꎬ加强了贫困地区公共财政

支持的力度ꎬ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大大加强[５０]ꎮ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实践基础上ꎬ国务院２００７年在全

国农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国发〔２００７〕１９号)ꎻ２０１４年ꎬ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定ꎬ合并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ꎬ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发〔２０１４〕８号)ꎻ此
外ꎬ２０１６年ꎬ在整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ꎬ中国开始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制度(国发〔２０１６〕３号)ꎮ
与此同时ꎬ发展性福利实践依然得到重视ꎮ政府积极“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ꎬ

“发展商品生产ꎬ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政府加大了对贫困地区青少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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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壮年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ꎮ据国务院新闻办ꎬ“到２０１０年底ꎬ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７至１５岁学龄

儿童入学率达到９７. ７％ ꎬ接近全国平均水平ꎻ青壮年文盲率为７％ ꎬ比２００２年下降５. ４个百分点ꎬ青壮年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８年” [５０]ꎮ此外ꎬ政府还大力推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的义务教育ꎬ并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６号)ꎮ所有这些措施ꎬ不但意味着发展

性福利实践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延续及其新发展ꎬ而且体现了投资性政策与维持性政策的结合ꎬ
反映了包容性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４７]在中国当代发展性福利实践的新发展ꎮ

三、中国发展性福利实践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ꎬ发展性福利实践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ꎬ它是在多种思想形态的

作用下逐步演变形成的ꎮ
首先ꎬ中国传统的救荒实践及思想对发展性福利实践具有重要影响ꎮ历史上的中国幅员辽阔、灾

害频繁ꎮ历代政府和民众在与各种自然灾害的搏斗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救灾

政策体系ꎬ其措施可以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大类ꎮ其中消极的救荒政策ꎬ主要表现为发生灾荒之后

的补救性对策ꎬ具体又包括重在治标的赈济、调粟、养恤和除害等办法ꎬ以及调养生息的安辑、蠲缓、放
贷和节约等措施ꎻ其中积极的救荒政策ꎬ主要包括重在事先防范的改良水利、林垦等自然条件对策ꎬ以
及重农、仓储等改善社会条件的措施等[３２]ꎮ在上述消极性的救荒政策中ꎬ包含着工赈、移民、放贷等具

有产出效应的对策ꎮ同样ꎬ积极性的改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防范政策中ꎬ不论是改良水利和林垦

的做法还是重农的思想ꎬ都蕴含着丰富的、与发展型福利思想相一致的观念ꎮ
其次ꎬ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农观念ꎬ更是对具有投资和产出效应的发展性福利实

践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ꎮ中国历史上儒道法墨等思想百家争鸣ꎬ但是以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为

特征的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共识[５１]ꎮ民为国之根本ꎬ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便成为国家赖

以存在的基础和君主的政治使命ꎮ食乃民天ꎬ农为食本ꎬ农为政本ꎮ农业的丰歉直接影响民生ꎬ进而影响到

国家的政治统治[５１]ꎮ因此ꎬ重视农业生产及其对民众生活的根本保证ꎬ便成为农业社会背景下历代王朝

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ꎮ于是ꎬ在灾荒之年ꎬ作为既能保证民众的基本生存、又能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的

工振等具有投资和产出效应的对策ꎬ无疑是践行民本思想及重农理念的最好选择ꎮ
再次ꎬ东亚社会福利模式及其产出主义的社会政策取向的影响ꎮ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注重血缘家族

在社会福利中的功能ꎬ因此构成了以义田、乡约和仓储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保障的第一道基本防线[５２]ꎮ
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社会福利模式及其在东亚国家的实践ꎬ形成了被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称之为“儒家

福利国家”(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或“经济型福利国家”(Ｏｋｉ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５３－５４]ꎮ它们的政策

基本特点便是注重家庭为主的非正式渠道的社会保障功能ꎬ提倡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民众福

利[５５]ꎮ这种社会政策思想相对于传统民本思想及其重农观念ꎬ不论在理论形态还是政策内涵方面ꎬ都
是发展性福利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ꎮ它不仅影响到历史上中国具有投资或产出效应的社会政策

实践ꎬ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工业绩效型政策实践也有重要影响ꎮ进而ꎬ一方面出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经济改革的需要ꎬ另一方面受国际新右派削减社会开支思潮的影响ꎬ产出主义的发展性福利

进一步表现为社会政策实践中的“效益优先、兼顾公正”ꎬ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指引ꎮ
最后ꎬ以当代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代表的包容性新发展主义思想的成熟ꎮ２１世纪以来ꎬ

中国发展性福利思想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成熟ꎬ形成了以普惠型福利为目标、兼顾维持基本生活保障和

发展的新发展主义的理论模式[５６]ꎮ２００４年ꎬ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

讲中第一次提出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思想ꎮ２０１０年ꎬ胡锦涛在第五届 ＡＰＥＣ 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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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重申“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思想ꎮ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目标ꎬ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思想ꎬ全面阐述了经济与社会等不同领域协调发展

的关系ꎬ从而使发展性福利的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获得新的阐述ꎮ这是中国执政

党和政府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对发展性福利思想的理论阐述ꎬ它超越了传统发展性福利政策单纯关

注社会开支的产出效应、以及传统维持性福利政策单纯的关注补救功能ꎬ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实践

的指导思想ꎮ这一发展ꎬ无疑对国际发展性福利思想的实践和理论发展ꎬ都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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